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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 

——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文章所属专业委员会领域：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内容摘要：创新驱动政策是实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战略支撑。基于

2004−2020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该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

果表明，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该结论

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创新驱动政策能够通过

技术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此外，创新驱动政策在环

保重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强减排压力城市中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拓

展性分析表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而创新驱动政策具有负向空间溢出

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利用创新驱动政策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而实现经济社会

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创新驱动政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国家创新型城市；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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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以降碳为重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既有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源于煤炭、石

油等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二者具有高度同根同源的特征；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以及

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减污与降碳之间可以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二者可统筹谋

划、一体推进，实现降本增效[1]。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环境污染物与碳排放分而治之的

环境管理模式，存在环境权交易制度交叉重叠、减排措施冲突、法治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不仅提升了边际减排成本，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率下降[2]。为此，2022 年 6 月生态环

境部等七部门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要求通过目标、部门、区域、路径等多

方面协同，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现有研

究成果主要从减污和降碳政策的溢出效应角度来阐释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3-5]，而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不仅要实现协同控制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环境效益，而且要坚持系统观念，以技术

创新为引领，兼顾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国家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的具体实践，其目标是建设一批创新体系健全、经济

社会效益好、创新辐射引领作用强的区域创新中心。政策的内容包含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促

进创新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结构、破解绿色发展难题等各方面，是一个系统促进创新发展的

政策体系[6]。在当前建设美丽中国和“双碳”目标背景下，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契机，

研究创新驱动政策能否成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支撑，明晰其中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

径，对于从源头上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与本文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文献有两支。一是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的环境治理效应。经

典的环境经济学文献表明，技术进步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7]，能

够显著抑制了美国制造业污染[8]，且纯生产技术进步和纯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同样可以改善中

国工业污染[9]。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引致的生产技术进步扩大了生产规

模，加剧了雾霾污染[10]。实际上，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是存在偏向的，可以分为提高生产

效率的生产技术进步和降低环境污染的绿色技术进步，只有通过研发补贴和环境税等经济政

策促进清洁技术发展才能避免环境灾难[11]。在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大、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

政府实施激励性和规制性的环境政策组合能够转变技术进步方向，通过清洁型技术进步降低

雾霾污染和碳排放，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12-14]。宏观的技术进步源于微观经济主体密集

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国自 2008 年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通过财政补贴、创新环境优化等途

径发挥了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15]，并进一步降低了雾霾污染和碳排放强度，促进了绿色低碳

发展[16-19]。 

另一支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测度方面，Shih 等[20]使用系统动力模型，对“可再生能

源”和“提高能效”政策综合实施带来的环境和健康效益进行量化评估；王慧等[21]采用非径

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分别测算了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的损益偏离程度，并以此衡量城市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在影响因素方面，部分学者考察了环境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目标

设置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通过价格信号激

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22]。同时，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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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由此引致的居民健康改善等收益远远

大于低碳城市建设的成本，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目标[23-24]。然而，部分学

者认为环境政策具有负向的协同减排效应，“绿色悖论”表明政府提前公布节能减排政策可

能会导致企业前瞻性地增加产能，加剧了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25-26]。财政支出政策只能

在短期内发挥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27]；虽然经济目标通过规模效应和逐底竞争效应显著抑

制了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强有力的环境目标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节能减排措施提升减

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28]。在路径方面，为了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目标，政府的环境政策需要

从单一的命令控制型向“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方联动模式转变[29]，通过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降低单位 GDP 能耗、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等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3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也存以下拓展空间：第一，对于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部分文献从理论上对其内涵进行探讨，从效率视角

进行测度，并讨论了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不仅取决于减污效率和降碳

效率大小，亦取决于二者的协同情况，目前尚未有文献从效率协同视角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进行测度和实证检验。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估集中在减霾、降碳、绿色

经济效率和碳排放效率等方面，但对于这一创新驱动政策能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及影响

机理尚无定论，无法从创新驱动视角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路径。 

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指标测度上，以 Super-SBM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

模型为基础，创新性地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标；第二，研究视角上，以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首次评估了创新驱动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第三，分析框架

上，从技术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方面深入揭示了创新驱动政策影响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的内在机理；基于城市特征差异，分析了城市环境关注度、资源禀赋和减排压力

的异质性效应；从空间视角对创新驱动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为落实创新驱动政

策、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背景 

城市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务院于 2005 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随后深圳、天

津、青岛等城市便相继提出了相关政策和措施筹备创新型城市建设。截至 2020 年，国家创

新型城市已认定 6 批，共有 78 个城市入选。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具有如下特点：（1）政府与市场并举。政府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通过深化科技、经济、政府治理等领域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全方位支持创

新。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创新保护、完善创新载体建设等多途径、全方

位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吸引高端产业集聚。（3）重视创新成果转化。以核心

技术为支撑建设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升级；明确将“绿色低碳”

作为建设原则之一，依靠技术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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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扩容历程，创新型城市不仅要建设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示范高地，

而且还承担着绿色低碳示范区的重任。在当前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

期，研究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对未来精准制定创新驱动政

策、强化减污降碳科技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机制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机制主要体现为技术效应、产业

升级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 

1.技术效应 

在当前“双碳”目标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是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

长，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根本路径（万建香、汪寿阳，2016）[31]。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

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提高城市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首先，政府在产学研互

动创新体系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创新型城市通过委托科研机构制定本地区环境治理的技术

路径，进而依托研发项目、研发创新平台等加快科研成果落地，促进节能环保技术进入企业

生产领域，建立“源头生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全链条环境治理体系。根据波特假说，技

术创新能够在实现减污降碳的同时节约社会资源、改善经济绩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变

革[32]。其次，创新型城市突出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会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开展专

利质押和保险业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途径降低企业绿色研发风险，提升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33]。而绿色技术的推广能够促进生产过程绿色化，有利于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资

源，降低经济发展的能源强度，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最后，在环境监管方面，成本高昂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无法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

要求，创新型城市会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对企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数据监测，

及时发现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倒逼企业进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升城市绿色经济绩

效和碳排放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1： 

H1：创新驱动政策通过技术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2.产业升级效应 

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转型有助于生产要素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出来，

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最终降低环境污染规模，改善生态环境[34]。创新型

城市建设通过加快产业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研成果转化，构建绿色低碳型工业体系，促进现

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源头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方面，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2016 年科技部发布

的《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国科发创〔2016〕370 号）中提出，加快突破应用一批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发展壮大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同

时将“高新技术企业数及占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比重”作为验收指标，这为各试点城市踊跃培

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

新能源等高端产业发展降低化石能源使用规模，从源头上减少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而且由

高端产业形成的壁垒能够在避免沦为污染避难所的同时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兼顾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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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增长[35]。另一方面，创新型城市通过完善创新服务、优化创新环境吸引投资者在试点

城市内开展创新项目，不仅优化了城市内部的创新要素，而且加剧了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强度，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被迫退出当地市场，为绿色低碳产业提供

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LED 灯饰等产品产业化发展，能够引导消费

者形成节能环保的生活理念，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绿色低碳产业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2： 

H2：创新驱动政策通过产业升级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3.产业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性，也是影响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绩效的重要途径[36]。产业集聚能

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区域整体污染水平[37]；同时产业协同集聚有

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经济效率[38]。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创新成本促

进产业集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方面，创新型城市通过简政放权，强化企业的创新

主体地位，营造公平、透明、有序、开放的市场环境，形成尊重知识、技术、人才的氛围，

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条件。另一方面，政策文件要求创新型城市抓创新载体建设、

创新人才激励和创新资金投入，这有利于试点城市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优化创

新要素配置，吸引高端产业集聚。整体而言，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利于物联网、智能装备等先

进制造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同时试点城市的创新驱动政策能够通

过高端服务业提升先进制造业水平，实现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集聚[39]。先进产业集

聚可以提升产业间的协作配套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交通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减

少中间运输环节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企业污染治

理成本，提高企业污染治理积极性；方便政府统一监管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扩大清洁能源的

使用规模；带动循环产业园区发展，促进要素资源循环充分利用，最终实现污染物和碳排放

双降，经济效率提升的目的。此外，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后者将供应链

管理、技术研发、环境治理等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而高端服务业凭借高附加值、低污染、

低能耗的优势完成外包业务，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分担和减少先进制造业对环境污染的影

响，而且有利于制造业业务归核化，专注于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40]，

真正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3： 

H3：创新驱动政策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始于 2008 年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一项外生于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冲

击，因而可以将其视为一次创新驱动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同时，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

分批次扩大城市试点，因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影响效应，具体计量模型为： 

 it it it i t itsyeff treat X  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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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yeff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treatit 表示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的政策效应；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 和 λ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系数 β 可以有效测度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程度。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本文采用两步法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第一步，在 DEA 框架下分别测算减污效率

和降碳效率。借鉴刘华军[41]的研究，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分别测算城市

减污效率（preff）和降碳效率（creff）。投入产出指标的测算方法详见表 1，其中固定资本

存量借鉴张军（2004）[42]的研究进行核算；CO2 排放量借鉴韩峰和谢锐（2017）[43]的研究

进行核算。 

表 1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测算的指标数据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投入 

劳动 全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与城镇个体、私营从业人员数之和 

资本 采用永续盘存放核算资本存量：
1(1 )t

t t t

t

I
K K

P
 −= + −  

能源 
通过 2004-2020 年夜间灯光与省级能源消费量的线性拟合估算地级市

能源消费量 

期望产出 GDP 以 2004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 

非期望产出 
大气污染 PM2.5 浓度 

碳排放 全市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二步，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综合指标衡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参照张勇等[44]的

做法，设定如下耦合协调度模型： 

 

 1 2 1 2

1 2

2 ( ) ( ) / ( ) ( )

( ) ( )

C Z preff Z creff Z preff Z creff

T a Z preff b Z creff

syeff C T

 =   +



=  + 

 = 

 （2） 

其中， C 为减污效率与降碳效率的耦合度，Z1(preff )与 Z2(creff )分别为减污效率与降碳

效率极差标准化后的数值。syeff 为减污效率与降碳效率的协调度，T 为综合协调指数，a 和

b 为待定参数，在此将减污效率与降碳效率视为同等重要，取值均为 0.5。其中协调度 syeff

既能体现减污效率与降碳效率之间的耦合关系，又能体现二者的发展水平，充分反映了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采用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的 syeff 作为被

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创新驱动政策 

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城市类型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

变量的交互项衡量创新驱动政策，即 treat inva post=  。其中 inva 为城市类型虚拟变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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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赋值为 1，其他城市赋值为 0；post 为时间虚拟变量，将政策实施当年

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 1，其他年份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18-19]，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人口密度（pop），采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衡量；经济增长（lnpgdp），采用城市人均实际 GDP（以 2004 年为基期）的自然对数衡量；

政府干预（gov），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人力资本（hc），采用每百万人中在校大

学生数的对数衡量；环境规制（er），采用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词频衡量；外商投

资（fdi），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最终样本选取 2004-2020 年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专利申请数来源于中

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CSMAR）等。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单位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syeff - 4828 0.462 0.102 0.001 0.992 

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 4828 0.136 0.343 0 1 

人口密度 pop 百人/km2 4828 4.291 3.354 0.047 29.273 

经济增长 lnpgdp - 4828 10.090 0.807 7.661 12.815 

政府干预 gov % 4828 17.432 9.516 4.049 69.295 

人力资本 hc - 4828 9.070 1.192 3.395 11.796 

环境规制 er % 4828 0.305 0.150 0.015 1.239 

外商投资 fdi % 4828 1.864 2.051 0.001 19.899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采用逐步回归法估计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增效的影响，结果见表 2。第（1）列显

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trea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

treat 的估计系数逐渐变小且始终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有效减

少污染物和 CO2排放，节约资源要素投入，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口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密度增加会产生集聚效应，

通过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共享环境基础实施、环保知识空间溢出等途径促进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经济增长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城市逐渐摒弃粗放型经济增长

模式，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清洁能源使用规模等途径实现环境与经济兼容；政府干

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过去重经济绩效的官员评价体系和环境属地管理模式激励地方

政府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扩张而非环境治理，即政府财政偏向性支出抑制了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存在明显的人力资本错配，大量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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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入体制内工作，降低了经济效率；环境规制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政府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

通过违规处罚、关停并转等方式抑制企业排污，成本高、效率低，可能对环境治理及经济运

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外商投资的估计系数同样不显著，表明其既会通过技术溢出改善经济

效率和降低污染规模，也会通过污染产业转移效应加剧城市污染水平，现实中两种效应并存，

其影响结果值得深入探讨。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073*** 0.067*** 0.064*** 0.047*** 0.042*** 0.042*** 0.040*** 

(8.124) (7.917) (7.744) (6.048) (5.446) (5.446) (5.243) 

pop 
 0.022*** 0.027*** 0.022*** 0.020*** 0.020*** 0.020*** 

 (4.833) (6.314) (6.038) (5.948) (5.996) (5.927) 

lnpgdp 
  0.139*** 0.094*** 0.104*** 0.104*** 0.105*** 

  (8.011) (5.472) (6.206) (6.226) (6.312) 

gov 
   -0.005*** -0.005*** -0.005*** -0.005*** 

   (-7.414) (-7.285) (-7.240) (-7.178) 

hc 
    -0.035*** -0.035*** -0.035*** 

    (-5.809) (-5.804) (-5.809) 

er 
     -0.004 -0.003 

     (-0.322) (-0.280) 

fdi 
      -0.002 

      (-1.332) 

常数项 
0.445*** 0.357*** -0.957*** -0.464*** -0.250 -0.252 -0.259 

(79.736) (18.657) (-5.768) (-2.786) (-1.560) (-1.568) (-1.608)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085 0.106 0.198 0.264 0.292 0.292 0.29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t 值，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试点之前因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保证回归结

果无偏，参考 Beck 等[45]的研究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将创新型城市政策实施的前一年作为基

准年，并将政策实施超过提前 5 年的数据并入第-5 期，将政策实施超过滞后 6 年的数据并

入第 6 期。图 1 所示的平行趋势检验表明，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各期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且在零值附近波动，说明在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并无差

异。而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各期的估计值系数逐渐变大，显著性水平逐渐提高，说明创新驱

动政策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研究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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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参考 Li[46]等的研究成果，通过随机抽取 75 个城市作为干预组，人为构造虚假试点变量

treat，基于模型（1）的设定，重复 1000 次回归，可以得到试点变量 treat 的 1000 个估计系

数。图 2 的安慰剂检验表明，随机分配的估计值集中分布在零附近，大多数估计系数的 P 值

大于 0.1；虚假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零，远小于基准回归的真实估计值 0.040。这表明创新驱

动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不是由其他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造成的，进一步验证了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 

  

图 2 安慰剂检验 

 

3.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进一步控制在创新城市建设之前两组城市存在的差异，分别采用近邻 1:4 匹配、卡

尺匹配、核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逐年匹配，重新进行估计。表 4 的估计结果显示，treat 的估

计系数仍然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 

变量 

近邻 1：4 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1) (2) (3)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019** 0.027***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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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0) (3.658) (3.4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042 3553 3440 

Adj. R2 0.298 0.307 0.290 

 

4.创新型城市的非随机选择问题 

双重差分方法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选择必须是随机的，但创新型城市的评定可能与城

市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地理位置等固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城市特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选取了四类城市特征变量：该城市是否为沿海

城市、是否为北方城市、是否为东部城市以及是否为 1998 年两控区城市，在基准回归模型

的基础上加入四类城市特征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此来缓解创新型城市试点的非随机

选择问题。回归结果见表 5。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城市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之后，核心

解释变量 treat 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证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显著

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表 5 非随机选择问题 

变量 

沿海城市 北方城市 东部城市 两控区城市 同时加入四类城市 

(1) (2) (4) (3) (5)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039*** 0.040*** 0.038*** 0.034*** 0.032*** 

(5.159) (5.223) (4.924) (4.675) (4.352) 

城市属性×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属性×时间趋势的二次方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299 0.294 0.310 0.308 0.328 

 

5.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解决由逆向因果、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进行稳健性

检验。现有文献多从历史的角度寻找知识产权或创新能力的工具变量，如中国 1918-1919 年

各城市人口的数量[47]以及是否曾经为英国的租界等[48]。借鉴上述研究成果，使用各城市“是

否曾为租界或租借地”、“1933 年是否开通铁路”两个变量与滞后一期全国 R&D 经费支出的

乘积作为 treat 的工具变量。表 6 第（1）-（3）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

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量均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的 Hansen J

统计量的 P 值为 0.624，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treat 的估

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 6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1) (2) (3) (4) (5) (6) 

treat treat treat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259*** 0.216*** 0.240*** 

   (3.412) (3.064)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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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0.043***  0.037***    

(5.372)  (4.537)    

rail1933 
 0.021*** 0.017***    

 (4.196) (3.3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工具变量 F 值 28.867 17.611 24.309    

Hansen J 统计量 P 值      0.624 

N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287 0.282 0.300 0.300 0.290 0.307 

 

6.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在研究期间内，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文明城市试点以及碳排放权交易

机制试点都可能会影响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此，继续添加这四个政策的虚拟变量到基

准模型中重新回归。第二，对样本中所有连续变量分别进行前后 1%和 5%的缩尾处理。第

三，改变实验组定义。将政策冲击时点设定为 2010 年，并将之后设定为创新型城市的样本

剔除，采用单期 DID 模型验证创新驱动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第四，为排除行

政等级差异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删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级样本，仅使

用普通地级市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为排除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影响，将 2008、2009

以及 2020 年从样本中剔除。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7。结果表明，在进行上述稳健性检验之

后，前述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排除其他干

扰政策 

前后 1%缩

尾 

前后 5%缩

尾 

改变实验组

定义 

仅保留普通

地级市 

排除特殊年

份 

(1) (2) (3) (4) (5) (6)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040*** 0.038*** 0.031*** 0.054*** 0.027*** 0.041*** 

(5.142) (5.046) (5.155) (5.299) (2.622) (4.9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216 4233 3976 

Adj. R2 0.299 0.295 0.300 0.296 0.267 0.296 

 

（三）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机制，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it it it i t itM treat X     = + + + + +  （3） 

 it it it it i t itsyeff treat M X      = + + + + + +  （4） 

其中，Mit 表示中介变量，依次采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产业集聚三类变量衡量。其

他变量定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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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技术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技术创新是影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因素。使用城市发明专

利授权总量（invg）、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ingrvg）以及数字发明专利授权量（indivg）衡量

城市技术创新水平。表 8 中第(1)、(3)、(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专利授

权总量、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以及数字发明技术授权量的影响为正，并且通过 1%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实施的创新驱动政策大约可以使发明专

利总量增加 1680 件、绿色发明专利增加 205 件、数字发明专利增加 586 件。第(2)、(4)、(6)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政策试点变量及三类技术创新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009、0.065 和 0.016，

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升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据此，假设 1 得以验证。 

表 8 技术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invg syeff ingrvg syeff indivg syeff 

treat 
1.655*** 0.025*** 0.203*** 0.027*** 0.579*** 0.031*** 

(4.575) (3.409) (4.055) (3.789) (3.301) (4.219) 

invg 
 0.009***     

 (8.359)     

ingrvg 
   0.065***   

   (7.555)   

indivg 
     0.016*** 

     (7.8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300 0.327 0.224 0.316 0.292 0.323 

 

4.3.2 产业升级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从源头上削减化石能源使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借鉴李虹和

邹庆[49]的做法，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is）衡量产业升级。由表 9 中第(1)列可知，

创新驱动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约能使创新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提高 14.6%；第(2)列结果显示，treat 及 is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较高的产业结构能够改

善要素投入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生产绿色节能环保产品，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碳排

放量，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经济水平，助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假设 2 得以

验证。 

表 9 产业升级效应检验 

变量 
(1) (2) 

is syeff 

treat 
0.146*** 0.037*** 

(4.210) (4.911) 

is 
 0.022** 

 (2.030) 

控制变量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4828 4828 

Adj. R2 0.521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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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产业集聚效应 

高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降低环境污染规模，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在此分

别采用先进制造业集聚（magg）、高端服务业集聚（sagg）以及二者协同集聚（coag）衡量

城市高端产业集聚水平。参照曹东坡等[50]的做法，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列为先进制造业；参照余泳泽和潘妍[51]的做法，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列为高端服务业。借

鉴崔书会（2021）[38]的研究，使用区位熵指数计算产业集聚，其公式为：
ijt it

ijt

jt t

L L
agg

L L
= ，

其中 Lijt 为城市 i 行业 j 年份 t 的就业人数，Ljt 为城市 i 年份 t t 的总就业人数，Ljt 为全国行

业 j 年份 t 的就业人数，Lt 为全国就业人数。协同集聚指数采用如下公式测度：

1 ( )
( )

it

magg sagg
coag magg sagg

magg sagg

−
= − + +

+
，其中，magg 和 sagg 分别表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

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未公布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就业

人数，本文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中获取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

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就业人数，测度省份层面先进制造业集聚。为了体现地级市层面异质

性，利用科技财政支出占比作为调整系数，将省级先进制造业集聚指数分解至地级市层面。

理由是先进制造业多为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政府扶持，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科

技财政支出占比越多。表 10 中第(1)、(3)、(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驱动政策显著促进了

先进制造业集聚、高端服务业集聚以及二者协同集聚；第(2)、(4)、(6)列的回归结果，政策

试点变量及三类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

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假设 3 得以验证。 

表 10 产业集聚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magg syeff sagg syeff coag syeff 

treat 
0.670*** 0.038*** 0.046* 0.036*** 0.717*** 0.034*** 

(4.392) (5.028) (1.688) (5.281) (4.972) (4.577) 

magg 
 0.003*     

 (1.820)     

sagg 
   0.084***   

   (9.567)   

coag 
     0.009*** 

     (3.7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336 0.294 0.021 0.365 0.371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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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4.4.1 环境关注异质性 

波特假说表明，企业因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而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而居民的环境关注度

和适宜环境规制政策则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53]。为了

区不同环境关注度城市的政策试点效果，将 284 个城市分为环保重点城市和非环保重点城

市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11 第（1）和（2）列。从两类不同规模城市政策试点的估

计系数对比来看，创新驱动政策显著促进了环保重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对非环保重

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环保重点城市在地区环保治理

任务重、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公众环境关注持续高涨的压力下，会主动抓住创新驱动的政策

契机，大力促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积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力求扩大创新驱动

下的协同治理效果，有效降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着力提升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水平。 

4.4.2 资源禀赋异质性 

资源型城市肩负着国家能源安全、改善环境质量与碳减排的多重使命，但过去几十年的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资源型城市出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技术

创新是破除资源诅咒进而降低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创新驱动政策能否有效

促进资源型城市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将 284 个样本

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11 第（3）和（4）列。

结果显示，创新驱动政策能够促进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对资源

型城市的促进效应高于非资源型城市。从现实来看，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依赖、产业转型压

力大和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而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驱动政策能够提高能源利用率，优化能源

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边际减排成本，改善经济效率。 

4.4.3 减排压力异质性 

城市所拥有污染企业规模决定了其减排压力大小。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通过环境政

策倒逼污染企业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改革步骤操之过急，会引发经济波动、工人失

业等社会问题，因而必须统筹环境、财税、科技等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稳步转

型升级。为了区分不同减排压力城市的政策试点效果，采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与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测算城市减排压力，并将城市历年减排压力均值与整体均值相比较，

分为强减排压力城市和弱减排压力城市两组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11 第（5）至（6）列。

结果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强减排压力城市的促进效应明显大于弱减排压力城市。原因在于，

创新型城市实施的创新人才激励、创新资金投入等政策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帮

助污染企业逐渐摆脱对既定生产技术的路径依赖，促进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表 11 异质性分析 

变量 

环保重点城

市 

非环保重点

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

市 

强减排压力

城市 

弱减排压力

城市 

(1) (2) (3) (4) (5) (6)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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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 
0.022** 0.008 0.049*** 0.035*** 0.049*** 0.035*** 

(2.474) (0.477) (3.181) (4.171) (4.581) (3.76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456 3372 867 3961 1615 3213 

Adj. R2 0.316 0.258 0.310 0.297 0.356 0.268 

 

五、拓展性分析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目标是建设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区域创新中心。上述实证检验

均是基于传统 DID 模型对创新驱动政策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行的因果识别，无法考察创

新驱动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建立空间 DID 模型进行拓展性分析。 

本文综合使用二元邻接矩阵、行政地理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进行空间计

量分析。其中，行政地理矩阵根据两个地级市是否位于同一省级行政区设定 0-1 矩阵，即若

两城市位于同一省份，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他矩阵参考李靖等[54]的方法进行设定。

首先，在每一种空间权重矩阵下计算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莫兰指数，发现多数年份的莫

兰指数均显著为正，满足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基础。其次，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拉格朗日乘

数（LM）检验、Hausman 检验和似然比（LR）检验，结果表明，四类空间权重矩阵均适合

采用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最后，建立如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 )it it it it it i t itsyeff Wsyeff W treat X WX        = + + + + + + + +  （5） 

其中，W 为 n×n 维的空间权重矩阵，ρ 为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β 和 θ 分别为

创新驱动政策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γ 和 η 分别为控制变量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 

表 12 汇报了空间 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四类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treat 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 ρ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即本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依赖于周围

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原因在于，由于本城市与其周边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

气象条件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决定了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二者在

大气中发挥物理和化学作用并在区域间造成相互交织的影响；同时，相邻城市之间在环境治

理方面相互模仿和竞争，一个城市的环境治理会对周边城市产生示范效应和激励效应，成功

的环境治理模式会在相似地区推广，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在城市群范围内提升。值得

注意的是，创新驱动政策的实施对周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产生了抑制效应。究其原

因，现实中的创新要素流动不是孤立的，创新型城市实施的创新驱动政策不仅能够优化城市

内部创新要素配置，而且能够促进科技人才集聚、创新项目投资、科技企业跨地区产业链布

局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在创新型城市进行创新要素积累和优化配置。在创新资源总量保持不

变的一定时期内，创新型城市实施的创新驱动政策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减少周

边地区的创新资源总量，制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最终降低了邻近城市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水平。 

表 12 空间 DID 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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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二元邻接矩阵 行政地理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1) (2) (3) (4) 

syeff syeff syeff syeff 

treat 
0.043*** 0.039*** 0.044*** 0.043*** 

(5.372) (5.313) (5.651) (5.453) 

W×treat 
-0.023 -0.056** -0.054** -0.035* 

(-1.307) (-2.211) (-1.992) (-1.724) 

ρ 
0.196*** 0.254*** 0.306*** 0.269*** 

(7.321) (6.268) (7.614) (5.8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4828 4828 4828 4828 

Adj. R2 0.219 0.233 0.111 0.135 

LM_error 265.26*** 1020.15*** 578.50*** 410.30*** 

LM_error_robust 196.82*** 876.24*** 111.59*** 102.64*** 

LM_lag 77.48*** 178.25*** 476.45*** 319.12*** 

LM_lag_robust 9.04*** 34.34*** 9.53*** 11.46*** 

Husman 检验 84.46*** 75.19*** 84.50*** 80.65*** 

LR_both/ind 167.74*** 141.40*** 106.23*** 84.97*** 

LR_both/time 4953.04*** 4885.85*** 4687.09*** 4779.04*** 

LR_SDM/SEM 77.36*** 227.75*** 107.70*** 92.97*** 

LR_SDM/SAR 38.10*** 192.83*** 67.59*** 53.10***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2004—2020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

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一

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保持不变。

第二，由创新驱动政策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是提升城市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水平的有效途径。第三，创新驱动政策对环保重点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强减

排压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第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空间依赖特征，减污降碳的区域协同具有可行性；现阶段实施的创新驱动政策抑制了周边城

市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创新型城市的区域辐射作用尚未凸显。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扩大创新型城市试点范围，发挥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促

进作用。以创新型城市为重点，加强政府战略引领、壮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促进产学研用

一体化，改善企业要素投入结构和生产效率，发挥技术创新带来的绿色经济效益。同时，进

一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将创新驱动与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融合，如完善专利质押融资政

策、创新绿色投融资产品、注重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支持等。此外，注重加强城市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在实践中提炼总结创新驱动政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经验借鉴，为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以及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的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方面，大力培育

风电、光伏、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突出绿色专利保护，激励自主创新；发展壮大专

利导航产业，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配置研发资金，提高创新效率，为城市技术创新奠定坚

实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注重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根据城市资源禀赋，打造城市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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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业品牌；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倒逼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集聚方面，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创新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城市

创新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促进高端制造业集群

发展；为高端服务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承接制造业技术研发和污染治理等业务，通过高

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实现环境治理降本增效，以促进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第三，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于创新基础好、产业层次高、减排压力

小的城市，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创新资金投入力度，完善财税、金融、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绿色

技术创新；同时注重创新资源整合，发展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利用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在全国发挥领先示范作用。对于资源型城市和减排压力大的城市，必须注重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扶持，通过环保补贴、专项扶持等方式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结合当地的

资源禀赋，培育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产业集群；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尊

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吸引高端产业集聚，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促进作用。 

第四，加强区域环境治理合作，全面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能。以城市群为主体、创

新型城市为中心，建立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联防联控机制，在创新型城市周边推广环境治理

的成功经验，实现区域内减排政策统一部署、一体推进。建立区域创新合作体系，促进创新

资源在空间范围内有序流动，加快科研成果在城市之间推广，鼓励创新型城市对周边非创新

城市进行定向帮扶、产业互助和技术指导，努力扩大创新驱动政策的辐射范围，提升区域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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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on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YANG Xiaojun, XUE Hongc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upport for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0, this paper takes the pilot policie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ies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and construct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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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ies on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represented by innovative city pilo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its positive effect is still vali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reveals that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can achieve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effects,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addition,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k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ties,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strong emission pressure cities. Ext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dependence on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while innovation-

driven policy has a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policy 

inspiration for fully utilizing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to promote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us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synergizing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